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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相关规定，在宗教活动场所架设高音喇叭，属非法宗教活动，因其宣礼及讲经声音影响到周

围居民的生活和工作。但由于在人口聚居地区，周五主麻日的聚礼活动中教民的拜毯往往会摆到

院里甚至路旁，寺外礼拜的人要想听清讲经内容就必须设置扩音设施，其声音的大小需要控制到

既能便于礼拜活动又不至因声音太大影响周边居民。乌鲁木齐市大湾管委会片区仅一座清真寺，

周五主麻日来寺参加礼拜活动的教民约 1500 人左右，每周五社区都专门安排干部管理扩音设备。

当然，这种管理的深层意蕴是希望弱化宗教在公众生活中的影响及宗教活动仪式对不参加礼拜活

动人员的隐形社会压力。 

结语 

近 30 多年，新疆对清真寺管理，由数量控制和建筑规格限制，逐渐深入到清真寺内设置的

管理，并将管理重点放到宗教活动的程序和内容上，如规范讲经内容和时间、限定主持活动人员

并限制参加活动人群（如两节“会礼”过去视为民族习惯，党员、干部可以参加，现在许多地方

认定为宗教活动禁止党员干部参加），有些地方基层组织介入宗教事务，如阿瓦提县对宗教场所

及活动经费实行寺管会初审、党支部核审，乡镇宗教事务管理领导小组终审的“三审”制度，有

的地方村党支部书记任寺管会主任。 

清真寺内的宗教活动，是合法宗教场所中合法教职人员进行的宗教活动，相关部门对清真寺

的管理，一是对其合法性的进一步确认，二是规范其活动在合法范围内，三是控制因清真寺活动

人员群聚性、单质性带来的社会风险。对合法宗教活动进行监管和控制，很大程度上又是以阻止

宗教升温（宗教氛围浓厚）为目的的。当合法宗教活动升温，被认为是非法宗教活动，甚至宗教

极端活动滋生、蔓延的土壤时，前者自然被纳入更严格的管控范围。无疑，合法与非法是一对同

生关系，有合法即有非法，同时它应该是此消彼长、相克相生的关系，而非相生相助，共同发展

的关系。合法的满足和发展，是抑制非法的有效利器；非法的盛行，会减少合法的空间。而期望

以管理、抑制合法活动，来降低其社会存在感，并不必然降低非法的生长，却有可能刺激非法的

需求。对宗教氛围的担忧，主要出于社会压力的考虑，所谓有信教自由没有不信教自由。在绝大

部分人自认为出生即为穆斯林的人群中，其宗教影响的压力一直就存在，只是有隐性和显性以及

程度大小的差别。在目前宗教氛围无法自然淡化的现实中，保护群众的合法宗教活动，给合法宗

教活动以生长的空间，是抵制非法宗教活动、遏制极端的前提。而且，满足信教群众的宗教需求，

也应该是个动态调整的、与需求并进的过程。僵化的管理只能导致僵硬的关系，甚至离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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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和国家关系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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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发生在云南昆明的暴力恐怖行为震撼了所有善良的人们，一伙歹徒残忍地杀害了与其素

不相识、毫无瓜葛的路人。随着新闻报导的逐步深入，这一凶杀案件的面目初步显山露水。尽管

官方明智地避免提及肇事者的民族属性，但嫌犯的身体、语言以及其他特征和证据交织指向了维

                                                        
1 作者：马海云，美国马里兰霜堡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中国穆斯林民族和伊斯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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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尔族。这一指向和之前发生的几次暴力事件其实共同描绘出了近 20 年来新疆维吾尔族和中国

政府的关系走向。 

对于这些暴力行为，网路、微博以及媒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发表了不同见解。其中在中

国大陆不乏情绪性地宣泄，也不乏宣传性的总结；而在国外，对这些暴力的根源更多地同中国的

少数民族政策和人权事务联系起来。这些不同的观点和视角其实正反映了解读这些现象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本文无意就具体的案件进行刑侦式的具体分析或意识形态化的说解，而是通过回顾中

国近代穆斯林和国家的关系模式，来分析当代所谓“民族”范式和“民族政策”在处理新疆穆斯

林公民和国家主体之间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清代开始看待中国有效管辖新疆的历史，那么清史专家很自然地联想到一个词：

“回部”。乍一看，这一术语似乎是个偏正名词，来指代“回人的部落”。但通过研究清代治理新

疆的模式就可以得出，其实，在清代的国家政治中，“回-部”是一个联合名词。它实际上是指对

清代版图内的回疆穆斯林的治理模式。简单地说，“回”是指同穆斯林有关的事务，尤其是宗教、

民族、风俗、法律等；“部”是指清朝维护新疆统治的一种间接管理模式，即如同对“准部”“番

部”一样，清朝采取的是一种以驻军为威慑的地方自治模式。因为清朝的多元民族属性，学者们

更倾向于注重对清代“回部”之“回”的族群性和宗教性的研究，而或多或少忽略了对“部”的

政治内涵的研究。其实这一联合片语所表达的资讯是：国家以“部”之管理模式经营新疆穆斯林，

同时又以当地穆斯林的民族和宗教属性而因地制宜地自治。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清代

的回疆穆斯林可以沿用当地的文化、宗教、甚至法律来治理。这种关系模式实质上是在地方自治

和国家主权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即维吾尔人的民族宗教文化得到了充分的维护和实践，而国家

又有效地实施了主权和管辖。  

国家和维吾尔人的这一“回-部”关系模式在民国转变成“回-民”模式。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运动和“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的思想和实践将中华民国和维吾尔穆斯林（也包括现

在的回族穆斯林）之关系定义为“回-民”：一方面，维吾尔穆斯林（和内地回族穆斯林）的民族

宗教文化属性“回”得以延续和尊重，另一方面，清代的“部”政转变成“民”政，即在新的政

治架构下，维吾尔人和其他族群一样，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 

这样，我们不难看出，中华民国和维吾尔穆斯林的关系模式的根基没变，即维吾尔穆斯林的

“回”性和中华民国公民的“民”性在这个新的联合片语中也达到了另外一个平衡和稳定。 

而在新中国的民族模式下，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和国家主体的关系出现失衡。在一

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尽管民族模式、民族识别以及民族政策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族群民族

文化身份的承认，但是却没有清晰定义国家赋予少数民族成员的政治身份和地位。以“维吾尔族”

为例，在这个新的指带中，我们只看到了“维吾尔”的民族和文化意涵，但却没有看到它在中国

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力。也就是说，在民族模式建构的国家和维吾尔族的关系中，我们没有看

到清代的“部”，也没有看到民国的“民”。即使是高度政治化、制度化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

充其量也就是对少数民族民族属性的一种地方性展示；在国家层面来讲，缺乏一个清晰定义各族

人民政治身份的概念。这种缺失一方面使得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存在更多地是以单个的“族”为单

元，而不是同清代的“回-部”或民国的“回-民”这样一种既兼顾其民族文化属性又涵盖国家政

治身份的联合体。这种单一“族”体的存在和强化（常常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对于国家来说，

显然成了一种心腹之患。所谓的增强国家观念的种种运动也就从弱化或消除“族”性开始。而从

少数民族的角度来看，其“族”性的伸张不但没有获得应得的政治和法律地位，而且却因为伸张

而遭受更重打压。所以在有关谁是“中国人”这个问题上，尽管缺省的选项是中国境内所有的少

数民族和多数民族都是“中国人，”但民族模式下的“汉族”或“维吾尔族”都没有呈现出它们

的政治身份。 

在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时，很显然“民族政策”（无论是好是坏）只是


